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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海峽危機（以下簡稱臺海危機），不只是國共內戰的持續，同時涉

及了雙方背後所屬的美蘇兩大陣營的對抗，使臺海危機不只是內部問題，更

成為國際問題。因此，可以理解到，將臺海危機置放於國際冷戰的大背景下

進行研究，會獲得更寬廣的視野。這也使得研究冷戰史，不只是要針對直接

涉及國家的歷史檔案作對證考察，所涉及的國際組織（聯合國）聯盟、區域

合作的關係，區域內相關國家的態度也不可忽略。因此，對照其他國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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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也成為研究者所不可忽略的步驟。在研究複雜度增加之際，對於研究

者之語文與解讀檔案能力要求即相對提高。在戴超武新著《敵對與危機的年

代：1954-1958 年的中美關係》，讀者便可見到作者精巧運用到中華人民共和

國、美國、英國、蘇俄四國檔案，來建構兩次臺海危機時，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美國，如何處理及因應臺海危機，反映了現階段美國學界與中國學界對於

臺海問題的研究規模與成果。 

  戴超武是東北師範大學美國研究所歷史學博士，現任教於南京國際關係

學院，研究領域為國際冷戰史、中國對外政策和美國外交。全書由作者的南

京大學博士後站流動報告擴充而成，接受東方歷史研究出版基金資助，列入

東方歷史學術文庫出版。全書大致依照時序，分為五部分共十章。第一部份

「導論」，為第一章臺海危機研究史之發展及研究回顧。第二部分「第一次

臺灣海峽危機」共四章，第二章「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的起源」、第三章「危

機的形成與中美在危機初期的決策：從炮擊金門到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的簽

訂」、第四章「危機的高潮與尋求緩和的途徑：從一江山戰役到萬隆會談」、

第五章「通向日內瓦的道路與危機的結束」。第三部分「兩次危機之間」，

為第六章「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的起源」。第四部分「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

共三章，為第七章「中國的炮擊與危機前期美國的政策選擇」、第八章「中

國對沿海島嶼的新政策與危機後期美國的決策」、第九章「蘇俄與第二次臺

灣海峽危機」。第五部分結論，為第十章「臺灣海峽危機、中美關係與亞洲

的冷戰」。 

  作者在導論部分回顧美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指出美國學界的研究運用

了多學科理論，注意史料整編，1990 年代後更隨著相關史料的開放，拓寬研

究視野，從以往考察政府的危機決策，到國會、輿論對決策的影響，與英國、

俄國在危機中的影響作用。不過，美國學者基本上資料利用並不完全，未利

用中國新近出版可資利用史料，因而無法分析中方決策時之利益考量。中國

學術界在 1980 年代後，才逐漸開始使用「危機」來理解 50 年代的臺海對抗。

在研究上除缺乏恰當的理論方法、失去利用中方檔案作研究的優勢外，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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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對已公佈之檔案文獻系統整理，致使美國冷戰戰略與危機決策過程欠缺縝

密的分析。中國學者若可通過國際史的研究方法，綜合及利用各方資料，除

可對中國決策做出全面、系統與合理的分析與論述，也可把握到國際冷戰架

構下中美關係的實質及連續性，中國對臺戰略考量、制訂對臺決策之依據與

變化動因，進而為中國制訂國際安全戰略提供借鏡。 

  在「第一次臺海危機」部分，作者提到美國不承認共產中國可以代表中

國，而支持蔣介石，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艾森豪政府在第一次臺海危

機前已有遏制與削弱共產中國在東亞地區地位與力量之想法，美國決策者已

將沿海島嶼與臺灣防衛連在一起，並清楚意識到公開承諾防衛外島所可能引

發之政治風險，使外島因素相當程度制約美國的決策過程。同時，韓戰結束

後，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略，將核武器等同一般武器，可在戰爭中使用不受

限制，形成了「大規模報復」政策之理論基礎。此一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轉

變，成為美國對中國推行「戰爭邊緣」政策的重要根據。而在第一次臺海危

機中，美國對外島問題含糊其詞，實與協防外島動用美國軍力，潛在意涵與

蘇俄進行戰爭，以及使用核武，都無法獲得國會、輿論及盟國—英國之支持

有關並影響了美國戰略考量，最後與臺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不過簽約造成

美國與盟國之間關係陷入緊張，導致國內輿論分裂，在外島問題上也面臨兩

難。中國則在炮擊金門後意識到外交手段無法阻止美國與臺灣簽訂共同防禦

條約，便發兵佔領浙江沿海外島，以示立場，不過也造成中國直接與美國對

立的危險，加劇與鄰近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中國面臨孤立。萬隆會議

召開為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緩和與結束提供良機，1955 年 8 月中美日內瓦會談

正式舉行，結束了持續十一個月的第一次臺海危機。中方在談判中採取積

極、主動立場，希望解決臺灣問題；美方則採消極態度，雖在其他國家斡旋

與內部因素促使下與中國進行談判，但美國並不欲改變支持蔣且不承認共產

中國的政策，與迫使中共承諾不動武以維持臺海現狀，卻也是雙方談判無法

取得實際進展之根本原因。 

  在「兩次危機之間」，作者分述中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思想基礎。毛澤



．2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 

東重提中間地帶理論，與提出不斷革命理論，使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在 1950

年代後期出現激進外交的特徵，與中國的盟邦蘇俄所採取的緩和路線有根本

分歧。1958 年炮擊金門無疑是毛澤東具體實踐自己思想觀點的表徵。美國認

為中蘇關係並非實質分歧，中國仍然忠於共產主義，因此不能採行拉攏中國

政策。美國在此種估計之下，即持續加強臺灣軍援、支持外島駐兵、滲透大

陸活動等，使得美國於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時，無法置身事外。所以，作者

認為美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各自流露意識型態因素，而影響其決策。 

  在「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部分，作者指出中國炮擊金門具有明確的政

治意圖，希望通過封鎖迫使臺灣撤除外島駐兵，中國也同時盡量避免與美國

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美國則在炮擊爆發後，確定協防外島和必要時使用核武

的行動路線，採取強硬立場。杜勒斯國務卿在此決策過程中具有明顯作用，

而艾森豪總統在重大問題上與杜勒斯基本保持一致。美國也依靠大量的情報

來源與分析，作為決策的參考。作者認為，總體而言美國在二次臺海危機是

較少考慮盟國和國內外輿論反對的。作者亦指出，二次臺海危機中所進行的

華沙會談，並未如以往中國學者所認為具有希望緩和，控制危機升級的作

用。中國重視華沙會談，乃希望弄清美方的意圖，而不在於緩和危機。因此，

中方在第一階段強調美國要撤除駐臺軍隊，第二階段反對美國製造「兩個中

國」。但杜勒斯從未對會談抱有希望，故華沙會談沒有實際成果是在預料之

內。也因此，華沙會談對雙方影響大不相同，中國自此調整和改變對沿海外

島政策（實行暫停炮擊、單打雙不打），以突出炮擊的政治意義；美方則藉

此應對盟國和國內輿論的反應，並力求緩和並擺脫政府在決策中的困境，其

結果就是杜勒斯訪臺和美臺聯合公報之產生。聯合公報在協調美國與臺灣立

場上有其正面意義，也約制蔣介石對中國採取主動軍事行動的可能。而英國

在二次臺海危機中的態度，也從初期的保留，到認清美國的意圖後，為不破

壞英美間同盟關係，而在 10 月底由外長勞埃德明確表示傾向與美國保持一

致的態度。總的說，美方在危機中的決策表現得過於僵硬、被動和缺乏彈性。 

  而第二次臺海危機對中蘇同盟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加深雙方在台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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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外島問題之矛盾與分歧，導致蘇方決定停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影響甚

為深遠。蘇俄在危機中即明顯面臨決策困境：是否為維護自己在社會主義陣

營中的信譽與威望而公開支持中國的行動，還是要直接與美國發生核子戰

爭？這導致在二次臺海危機中，蘇俄的反應與決策依據其對中國危機決策的

瞭解認知及美國的反應而定，趨於被動和謹慎。蘇俄領導人赫魯曉夫雖在公

開言詞中表達支持中共的態度，在中蘇會談中卻也不諱言不滿中共的處理態

度。而毛澤東則不滿赫魯曉夫對美國採取緩和政策、不反美帝的態度，到 1959

年中共中央領導人便開始表示對「修正主義」的不滿態度。這使得中蘇關係

的破裂，只是時間的問題。所以，作者指出臺海危機進一步突顯了雙方在意

識型態的分歧，也因此加深了雙方國家關係和國家利益方向的分歧發展，成

為「中蘇矛盾和分歧公開化以及國家關係迅速走向惡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根據先前章節的敘述，作者在結論中歸納出亞洲冷戰的幾個基本特點：

一、帶有更為強烈的意識型態色彩。二、具有導致大規模衝突的潛在可能性。

三、體現了聯盟關係的複雜性和不確定性。四、亞洲的冷戰更加缺乏有效的

緩和途徑，敵對雙方所進行的談判難以產生相應的良性互動。 

  作者對於英文世界與本主題相關的論著，確有所吸收與徵引，顯示他對

海外研究並不陌生與積極吸收的態度，與他所言的多邊視角是契合的。冷戰

史研究的多邊特色也同樣展現在作者所徵引的多國檔案上。中國學者王瑋即

表示：「該書通過系統整理和利用中國、美國、英國及俄羅斯等出版和新近

解密的文獻，以國際史的研究方法，全面的論述了兩次臺灣海峽危機的起

源、進程和影響……也是國內外利用有關檔案文獻系統研究兩次臺灣海峽危

機的第一部著作。」1當屬精到之論。與臺灣學者掌握美國檔案相對有利的情

況，中國學者對蘇俄檔案的掌握與利用是恰成巧妙對照。臺灣學者以往對於

蘇俄的理解多須借用美國相關檔案來理解，可能未盡精確。中國大陸學者的

研究，正巧填補了臺灣學界相關認知之不足，並將之融入美蘇冷戰架構下予

                                                      
  1 王瑋教授的引文見本書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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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析論，頗值得臺灣學界注意。2總體而言，本書綜合現有檔案，從戰略安全、

危機處理的觀點，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系統處理美、中戰略觀點及意識型

態影響外交政策的形成與選擇，確實具有可讀性。作者以臺海危機中的中美

互動出發歸納出亞洲冷戰的四大特點；及中美談判的評估新解，均具可觀之

處。同時，作者具體而客觀地勾勒中國外交政策中的「革命因素」，與毛澤

東個人的國際戰略觀點，也有助於學界在探索中國外交政策時，注意到「人」

的作用。因此，學界若要理解兩次臺海危機的起源、過程和影響，與 1950

年代中國與美國之對臺政策、中美關係、中蘇同盟等問題，本書確需一讀。 

  評論人謹從作者所引用的檔案分佈與數量、及論文篇幅比例、論點等角

度切入，以就教各方。首先，由於美國檔案的開放，相對於中國檔案的不開

放（近年始有限開放），使得作者在描述兩大主體中的中方，在資料搜集上，

便以散見出版物中的公開文件、年譜、回憶錄作為材料，以得出毛澤東、周

恩來、彭德懷等人物的應對方案，相較於美方的史料，包括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FRUS）、相關人物回憶錄、國務院公報、總統文

書等，在份量上不免相對單薄。因此，全書的事件時序發展，是以美國檔案

作為主要的建構材料，這是研究中美關係、臺美關係的學者無可迴避的事

實。只有各方檔案的開放，才有可能將美國立場主導歷史解釋的結果降低。

而讀者也可以從作者敘述中方決策的角度，來看出他不欲以美方觀點主導一

切之用意。 

  全書倚賴之各種美國檔案中，引述最多的是包括選編的國務院、國家安

全會議、白宮、中情局等檔案之 FRUS。作者依此所呈現的美國決策，主要

是聚焦在國務院與白宮的互動面，而中情局、國家安全會議的討論為輔，作

                                                      
  2 如沈志華蒐集整編蘇俄檔案，以處理冷戰時期中蘇同盟發展及其轉折，就是明顯的例子。像沈在

近作〈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兼談冷戰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讀與利用〉，《中共

黨史研究》，第3期(2004），即將蘇俄檔案與《毛澤東傳》記載中相關文字予以對照，提出中共

為曾詳盡告知炮擊金門的決定，而是利用赫魯曉夫來訪機會，製造蘇俄支持中國決定之假象。這

種藉雙方檔案研究毛之策略，若非對雙方檔案具有高度熟悉，是無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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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固然呈現了美國外交政策的外顯結果及其轉折，得出總體上美國外交決策

僵硬、冒險而缺乏彈性的論點。作者也從 FRUS 中讀到軍方與國務院立場有

所不一致的情況。但是在作者論析之中，並無法顯示外交決策形成過程，中

層官員與基層大使在政策形成中的評估、反映回饋過程；與高層決策與政策

施行後的事實差距要如何調整；以及決策過程中，為何內部意見不一致的理

由。這可說是在檔案材料限制下所呈現的必然結果。所以，作者雖可陳述描

述制約決策的外部因素，唯對於制約決策的內部背景因素，並無法予以更令

人滿意的回答。材料的問題，像沃捷特克‧馬斯特尼之《斯大林時期的冷戰

與蘇俄的安全觀》[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 The 

Stalin Years]曾運用國家安全會議的檔案來呈現美方所分析的蘇俄國家安全

戰略觀點，與美方的因應建議。3或許作者日後延伸分析美國的亞洲冷戰觀

點，若有機緣亦旁及這類型的檔案，即可對美方的決策與背後的思想基礎，

作出更細緻的分析。 

  使用檔案層次的差距，所可能影響的觀察角度是相當明顯的。在本書所

呈現的美國決策觀點，偏向認定美方決策「表現得過於僵硬、被動和缺乏彈

性」。不過，張淑雅則提出不同的觀察。她在〈一九五○年代美國對臺決策

模式分析〉一文指出，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厭惡與猜疑，關切維持美國威

望，不願為遠東政策付出太高代價等決策者主觀認知，才是美國決策主要的

制約因素。而美國決策的三個模式，可說是以保持彈性為最高指導原則，導

致議而不決，決而不行。第二，美國往往在危機爆發後被迫採取行動回應，

失去主動性，不免被對手掌握機先。美國往往只願付出最小代價，而欲維持

己身最大利益，不考慮對手與盟邦的立場，因此決策不免一廂情願，降低了

政策可行性。4我們就可以看見到，處理美方決策因素中，所使用檔案材料的

差異，產生出來的研究成果，竟有如此不同。這樣的差異也展現在對情報與

政策分析作用的理解上。本書作者認為，中情局所提供的報告對於美國的決

                                                      
  3 原書英文版於199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中譯版於2002年由廣西桂林人民出版社發行。 

  4 該文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06)，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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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具有相當的作用。而張淑雅即持不同看法，她以美國分析臺灣軍隊士氣

為例，認為美國的各種情報與政策分析，與其說是決策的依據，毋寧是合理

化決策的工具。民意在決策中的作用亦屬類似。5那麼，看似相對的說法，究

竟何者較近真相？評者以為，張說是在廣泛閱讀美方高層及中層檔案之基礎

上立論，強調美方決策「主觀認知」因素，或許是一個頗值深思的方向。 

  其次，作者既以多邊同盟架構中美雙方陣營，注意到了中蘇同盟、美英

同盟的關係，對於臺海危機中所增加的複雜度，這一思考方向是值得肯定

的，也反映作者想全面性理解危機「國際影響」的氣魄。不過在本書所佔篇

幅中，英美同盟的敘述是夾雜在論述美方決策的內容之中，並未形成專節，

明顯在分量上未如中蘇同盟佔有專章篇幅那般顯眼。參閱作者在研究 1958

年二次臺海危機英國的意見時，文中所引註腳內容，以當時首相麥克米蘭的

回憶錄，與 Tracy Lee Steele 的”Allied and Interdependent: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 Crisis of 1958”中所徵引之 FO371 檔案等出版品為

主，後者當因 FO371 目前的微捲片僅發行至 1953 年所致。6或許如此，造成

作者必須根據有限史料論析英國與美國同盟關係，無法對英國基於對華政策

與殖民地利益，所存在於美英同盟中的矛盾性7予以深入論析。事實上，英國

                                                      
  5 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24期(上)(1995.06)，頁461-463。而針對民意輿論的實質影響有限，臺灣學者如趙綺娜即有研

究，見〈美國親國民政府國會議員對杜魯門政府中國政策影響之評估〉，《歐美研究》，第21

卷第3期(1991.09)，頁83-128；英語著作中，如Nancy Tucker即為代表。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臺灣翻譯為《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1992》（台北：新新

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6 感謝一位匿名評審人提示此項資訊，謹此致謝。 

  7 一位中國學者在探討1949至1951年間英國對華政策演變與美國之分歧時，即指出英美之間存在

有共同點，卻也有分歧處，這與英國想維持並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維護其在華利益及

香港統治之穩定有關。參見王建朗，〈新中國建國初年英國在中國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政策

演變〉，《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2000)；王建朗，〈臺灣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國有關政策

的演變及與美國的分歧（1949-1951）〉，《近代史研究》，第1期(2001)，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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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與中國建立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其領事館所進行之定期政治報

告，應當是研究此時國際政治問題中不可忽略的一手觀察報告。特別是英國

近年整理出版 Robert L. Jarman 編輯的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8，該

套選編過的檔案，自第 9 冊至第 11 冊時間自 1949 年起始，至 1960 年止，

業已涵蓋了戴著處理內容之時間。作者如可參用該書選編之檔案進行研究，

或許可以對美英同盟中為何會具有矛盾性，有更進一層之論析。 

  再次，作為臺海危機中的一份子，臺灣在事件之角色究竟如何？與美國

之「同盟關係」如何成文發展及強化？從作者筆下對國民黨政權之描述，只

見到蔣介石與美方商談交涉的過程，及美方對臺灣所提意見之分析，而見不

到蔣介石在對美外交中的思維及欲展現自主性的一面，這與作者之相關描述

大多依據 FRUS 可能有關（有部分則引註《顧維鈞回憶錄》）。而作者的思

考方向基本上也是美—中雙邊的模式。事實上，作為臺海危機的當事人之

一，蔣介石並非毫無自主性，這可以蔣介石成功爭取到美方支持在金馬外島

駐兵之決策為一例；另外一例就是在 1958 年美臺簽訂《聯合公報》使臺灣

放棄使用武力重返大陸，美國仍擔憂臺灣進行軍事反攻，必須不斷提醒國民

黨不得使用武力。這二例也顯示出臺海問題實際上是三邊互動的。對此，特

別是 1990 年代以降，臺灣學者亦在搜尋美國檔案之外，配合臺灣已開放閱

覽的檔案，進行美國對臺政策及臺海危機之研究，對蔣介石在國際冷戰局勢

下，建立與維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盤算國家利益時不忘表現自主性的一面

是有其所見。這點值得有興趣者探索此一課題時予以參考。 

                                                      
  8 該書由英國Archive Editions於2001年出版。英方1960-70年外交檔案可參閱China : Political 

Reports 1961-197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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